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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试点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然而不同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对改善环境

质量的政策效果差异尚不明确。 基于 2003—2019 年中国 28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 3 批低碳试点政策视为

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不同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对改善环境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第一,低碳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第二,层级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

点政策减污效应优于主动扩散模式;第三,层级扩散与主动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对提升环境质量的影响

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的城市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 研究结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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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 model and air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in China

ZHENG Shiming, YOU Chaoch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Low-carbon city pilot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However, the policy effect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diffusion modes on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not clear.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this study regards the three batches of low-carbon city pilots a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and uses the time-

varying DID metho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on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under different diffusion mo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air pollution level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under hierarchical diffusion mode is better than that under active diffusion mode. (3) The

effects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under hierarchical and active diffusion modes on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show

obvious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fighting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with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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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

期,良好生态环境质量事关人民福祉,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近 10 年来,
我国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彰显。
但整体而言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

出,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缓解。 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和“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

重污染天气”,可见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任重道

远。 加之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冲击仍在

全球蔓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复苏、空气质量改善

等多重压力。 值此背景下,“十四五”时期如何科

学部署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推动经济绿色复苏,成
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有效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积
极探索低碳发展路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0 年发布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

点工作的通知》,确定首先在广东、辽宁等五省八

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首批试点城市数量较少且

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实践经验示范性不

足。 因而在总结第一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我国陆续开展了第二、三批低碳试点,试点地区从

省级和较大的中心城市进一步下沉到市区县,试
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与首批试点城市由中央政府

“自上而下”指定确认不同的是,第二、三批试点城

市增加了“自下而上”主动申报和专家评审环节,
由此,低碳试点政策形成了“自上而下” “自下而

上”两种扩散模式。 低碳试点政策初衷在于实现

碳减排,因而有大量研究讨论了试点政策的减排

效果,亦有学者对低碳试点城市的扩散机制进行

了探索。 但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均主要来

源于人类生产生活中化石能源的使用,这使得温

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在理论上具有可行

性,低碳试点政策可能也会对污染物减排产生积

极影响。 因而将低碳试点政策扩散与低碳试点政

策评估结合探讨,探讨不同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

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以低碳试点这一综合性、全

面性的环境政策为切入点,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

题:低碳试点政策能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在复杂的央地关系背景下,不同扩散模式下的低

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更进

一步地,不同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

效应是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类型异质性的

影响? 为此,本文以低碳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选
取 2003—2019 年 28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就上述 3 个问题进行尝试性分

析与探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将政

策评估与政策扩散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是对现有

研究的有益补充。 目前,学术界在政策创新和扩

散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机
制的研究,本文从复杂的央地关系视角切入分析

不同扩散动机下不同政策扩散模式带来的政策执

行效果差异,丰富和拓展了有关文献。 第二,对复

杂背景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政策制定与

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具体体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首先,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根同

源,本文研究发现两种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

策都有积极的减污效应,为今后我国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参考。 其次,本文

发现层级扩散模式下的试点政策相较于主动扩散

模式下的试点政策减污效应更为明显,表明试点

经验仍待进一步总结,为今后政策调整提供了依

据。 最后,本文发现两种扩散模式下试点政策的

减污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非资源型城市间

表现更好,为今后实现治污减排与经济发展双赢

目标、促进城市转型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政策扩散的基本规律、扩散机制与影响

因素

政策扩散相关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美
国学者沃克认为一个政策或项目无论其已经被提

出多长时间,只要该政策项目是本部门首次采用

就是政策创新,其研究是政策扩散理论研究兴起的

标志[1]。 目前,学术界围绕政策扩散基本规律、扩散

机制、扩散驱动因素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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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扩散基本规律方面,研究发现政策扩

散在时间上呈现“ S” 型,在空间上呈现“邻近效

应”,在区域内存在“层级效应” [2]。 在此基础上,
杨志等[3]认为实践中政策扩散过程可能并不完全

符合传统的 S 型曲线,还包括以政策爆发为典型

特征的非渐进模式,可见政策扩散分为渐进形态

和非渐进形态两大类[4]。 在政策扩散机制方面,
目前基本可以概括为学习、竞争、模仿、吸纳和强

制 5 种机制[5],其中学习机制受到了广泛关注[6],
王艺潼[7]从机制、空间、模式等维度出发对比分析

常规情境和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的差异,
以此解释在危机情境下的政策扩散机制。 在政策

扩散驱动因素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 Berry 夫

妇的观点进行拓展和延伸,将影响政策扩散的驱

动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两大类。 具体来

看政策扩散受到政策属性[8]、行动者能力素质及

特征[9 - 10]、财政状况[11]、经济发展水平[12]、党派

及利益团体等外部压力[13 - 14] 的影响。 然而,中西

方政治体制存在较大差异,众多学者基于中国的

复杂情景解释了中国的政策扩散现象[15 - 16],其中

吕芳[17]突破地方政府整体性的视角,探究条块差

异对政策扩散的影响。 吴宾等[18]尝试突破现有研

究中强调政策扩散正向结果,创新性地提出“政策

扩散异化”概念。
(二)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

自 2010 年首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针对低碳

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估方面的研究不断涌现,其结

论在部分层面达成共识。 试点政策最初的目的在

于实现城市碳减排,故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其存在

积极的减排效应[19 -20],且发现这一影响效应存在区

域异质性[21]。 此外,在机制分析中学者发现低碳试

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等路径减少碳排放量[22 -23]。 由于减污

降碳存在协同效益,亦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

得出了低碳试点政策可以显著降低空气污染物排

放水平的结论,证明了低碳政策对改善空气质量

的积极效用[24 - 25]。 其中,宋弘等[26]通过构建双重

差分模型发现施行低碳试点政策可以有效地降低

城市空气污染水平。 同样地,王华星等[27] 发现低

碳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雾霾污染,且这

一影响在信息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

更加明显。 陈启斐等[28]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低碳城市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有

助于降低 PM2. 5浓度。 在机制分析方面,现有研究

发现低碳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方面改善环境质量[29]。 还有部分研究探

讨了低碳试点政策的评价指标和体系[30],但很少

有学者涉及不同扩散模式下低碳试点政策的执行

效果差异。
(三)文献述评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从研究内容来

看,目前学术界分别对政策扩散、低碳试点政策展

开了丰富的讨论,成果丰硕。 其中关于政策扩散

的研究多集中于扩散动机、扩散规律、扩散机制等

方面,少有研究关注不同扩散动机下的政策实施

效果差异。 从研究视角来看,低碳试点政策作为

中国实现节能减排双控目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战略安排,现有研究对其节能减排、促进

技术创新等实施效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亦有部

分学者讨论了低碳试点政策的设计逻辑以及评价

试点城市的指标体系,但多局限于政策评估的单

一视角,缺乏将其与政策扩散相结合多视角切入

探寻中国本土实践下的政策试点问题。 从研究方

法来看,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扩散的研

究方法呈现出很强的创新性,目前多采用事件史

的研究方法探究扩散动因和机制,评估低碳试点

政策的效果则多采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 综

上,低碳试点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政策扩散与政策

评估仍然是两支分轨而行的议题,或是单一研究

试点政策的扩散机制,或是单一研究试点政策的

政策执行效果。 很少有研究结合政策扩散与政策

评估这两大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从政策扩

散的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扩散模式下的政策执行

效果差异,并以央地关系视角切入这一对差异化

影响效果进行解释。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及现实

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开展了本次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依据扩散机制和扩散方向的不同,可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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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扩散分为“层级扩散”和“主动扩散”两大模

式,两种扩散模式的本质差异在于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在政策扩散中发挥的作用程度和大小不

同。 层级扩散模式,是由上级政策推动者(一般为

中央政府)选择和采纳某项政策,并以行政命令的

方式要求下级政府(一般为地方政府)采纳和实

施,上级政府的控制力是推动政策扩散的主导力

量。 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层级化、集权化

特点,作为公共政策扩散行动主体的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之间,具有权力的命令和服从关系,故而

层级扩散模式在政策试点实践中较为常见。 主动

扩散模式,是指地方政府由于受到学习、竞争、模
仿等机制的影响主动和自愿采纳某项公共政策,
此时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在政策扩散中发挥主导作

用。 从对试点城市的遴选机制来看,中国第一批

低碳试点城市是以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指定的方式

确定,属于层级扩散模式。 第二、三批城市是由地

方主动申报,中央政府综合考虑各地方政府在落

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上表现出的主动

性、前期准备工作、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代表性等方

面确定,属于主动扩散模式。 层级扩散模式与主

动扩散模式不仅在试点城市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

的差异,在政策执行效果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度环境中,中央与地方被赋予

了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央地关系在低碳试点

政策扩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本文尝试以央

地关系为分析视角,解释不同扩散模式下低碳试

点政策的差异化政策执行效果,并构建如图 1 所示

的分析框架。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对于层级扩散城市而言,中国的地方政府内

嵌于一个压力型体制之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势能

可以调动政策执行者的注意力和重视程度, 以此

有效推动资源的集中和政策的有效执行[31]。 第一

批低碳政策试点城市是由中央指定确认,因而在

政策的整个试点扩散的过程中,中央对政策的执

行有明确的意向性,试点地方政府明显地受到政

治命令、政治权威及政治偏好的影响,面临来自中

央政府的强制性的行政压力,这一自上而下的压

力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起到了有效的约束调节作

用, 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对于主动扩散城市而

言,从其申报动机来看,低碳试点政策属于典型的

“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形式[32],是一种消耗地

方财政资源但是不直接产生经济收益的政策,同
时地方政府还承担一定的试点失败的风险。 此

外,在低碳试点过程中,除了部分关于建设试点能

力项目资金支持外,国家未向主动试点城市给予

额外的政策倾斜。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获
批为试点城市总是有助于地方获取中央政府的资

源倾斜和其它领域的政策优惠,因此即使低碳试

点政策本身不享有资源支持,但是地方政府依然

会积极参与申报。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申

报动机可能是为了获取资源而非仅仅是“实现碳

减排”,申报动机产生偏移。 其次,从考核力度来

看,总体上低碳试点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弱约

束属性,试点城市没有将具体的碳减排目标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以及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中,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绩效考核压力小,难以有

效地将实现碳减排的目标责任转换为切实的工作

压力。 所以,第二、三批主动试点扩散城市在入选

试点城市后并未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将节能减排

举措落入实践,在试点后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动

力不足,许多试点工作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削
弱了低碳试点政策的执行效能。

综上分析,从央地关系视角来看,层级扩散模式

的试点城市由于受到自上而下压力机制的影响更有

动力去实现政策目标,而主动扩散模式的试点城市

申报动机可能存在偏移,加之试点过程缺乏考核,综
合致使其低碳试点政策效果弱于层级扩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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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

本文关注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主要是

出于以下几点的考量。 首先,低碳试点政策最初

目的是为了实现碳减排,因而大量研究集中讨论

了低碳试点政策的积极减排效应,但关注减排效

应外的其他政策效果,也是评估试点政策的重要

视角。 其次,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具

有同根、同源以及时空一致性的特征,减污与降碳

存在协同效益。 此外,以往研究已经证实了低碳

试点政策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促进技术

创新[33 - 35],而这些都是降低空气污染水平的重要

路径,因而低碳试点政策可能产生积极的减污效

应。 综上分析,本文在理论分析框架部分详细阐

述了层级扩散模式为何会比主动扩散模式政策执

行效果好,因而本文实证部分旨在验证层级扩散

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减污效应优于主动扩散模

式。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1:层级扩散模式下的

低碳试点政策有助于降低空气污染水平;H2:主动

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有助于降低空气污染

水平;H3:层级扩散城市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

优于主动扩散地区。
三、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及数据说明

1. 因变量

本文以空气污染水平作为因变量,考察不同

扩散模式下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 PM2. 5浓度

是反映空气污染水平的重要指标,故本文以 PM2. 5

浓度数据作为因变量的衡量指标。 PM2. 5浓度数据

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的公开数

据,该数据是基于美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气溶胶

光学浓度数据,利用地球科学—统计方法以及卫

星、模型和监测器的信息来估计区域细微颗粒物

的化学成分,其估计方法可见 Hammer 等[36] 的研

究,数据都经栅格处理,其中 2019 年浓度数据由插

值法计算获得。
2. 自变量

低碳试点政策是本文的自变量。 根据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通知,我国三批低碳试点

分别始于 2010 年、2012 年以及 2017 年,故而本文

将三批低碳试点政策的发生年份分别设定为 2010
年、2012 年以及 2017 年。 由于三批低碳试点城市

存在交叉重合,参考现有学者的做法,若某城市同

属于两个批次的试点名单,则将该城市低碳试点

政策的启动年份设定为前一批开始年份。 如湖北

省武汉市都在两批低碳试点名单中,则将政策实

施年份归为时间更早的批次。 本文将低碳试点城

市设为实验组,将非低碳试点城市设为控制组。
同时引入政策虚拟变量,采取的具体做法是在样

本期内,低碳试点城市入选当年及以后所有年份

赋值为 1,入选之前则赋值为 0,非低碳试点城市样

本期内所有年份统一赋值为 0。 政策变量为本文

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预期系数为负。
3. 控制变量

本文将影响城市空气污染水平的因素分为政

策因素、法律因素、区域特征因素三大类。 就政策

因素而言,本文梳理相关政府文件,发现 2013 年生

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的公告》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启动年份接近,
可能会影响样本期间样本城市的污染物排放水

平,因而本文将该政策予以控制。 具体的做法是

在样本期内若施行该项政策,则赋值为 1;反之,则
赋值为 0。 就法律因素而言,2008 年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了各权力主体

的法律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有助于保护和改

善环境,因而本文同样将其作为政策虚拟变量纳

入模型中。 就区域特征因素而言,参考其他学者

的研究[37 - 41],本文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

染治理投入、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以及城市绿地覆

盖水平纳为控制变量,并将衡量指标分别设定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年平均人口的对数、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城市绿地面积的对

数,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环境状况公报。
考虑到地级市在低碳试点计划中分布范围最

广,且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行动主体,因
而本文最终采用 281 个地级市(其中包括 72 个第

一批试点城市,51 个第二、三批试点城市,158 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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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城市)2003—2019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

实证分析,对于非地级市的县和区本文未将其纳

入考虑。 所有变量设置情况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同时对自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

示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都在 1 到 4 之

间,意味着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衡量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PM2. 5 PM2. 5浓度数据的对数 42. 20 18. 99 3. 13 110. 12
自变量 policy 是否施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0. 21 0. 41 0 1

控制变量

政策因素

法律因素

区域特征因素

limit 是否施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0. 07 0. 25 0 1
save 是否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0. 71 0. 46 0 1
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10. 22 0. 84 4. 60 13. 06
input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0. 013 0. 03 0. 001 0. 38
per 年平均人口的对数 5. 87 0. 69 2. 80 8. 14
ind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0. 39 0. 95 0. 86 0. 85
tree 城市绿地面积的对数 7. 98 1. 15 3. 14 12. 03

(二)模型构建

低碳城市的确定不是随机的,试点城市与非

试点城市在地理位置、发展水平方面表现出较大

差异,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可能会对城市空气污

染水平产生影响,产生估计偏差。 有鉴于此,为了

应对既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政策内生性问题,本
文将 3 批低碳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非低碳试点城

市作为控制组,并以低碳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

验构建城市层面、年份层面的双重倍差,缓解不可

观测因素对实证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我国的

政治实践中,地方政府内嵌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压

力型行政体制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扩散

模式政策的推进过程存在明显差异,可能带来不

同的政策执行效果。 因而本文实证检验的问题

是,低碳试点政策是否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以及

不同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差

异。 由于 3 批低碳试点政策开始时间不同,因而本

文首先采用全样本即 281 个城市面板数据,并利用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进

行检验,进而将全样本城市划分为层级扩散城市

模式和主动扩散城市模式两大类进行分组回归,
以探索不同扩散模式下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差

异。 计量模型如式(1)。
lPM2. 5 it = β0 + β1Policyit + β2controlit + ηi +

γt + εit (1)
式(1)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

lPM2. 5 it是本文的因变量。 Policyit是本文的自变量,
为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 若城市 i 在年份 t 属于低

碳试点城市,则将 Policy 赋值为 1;反之,若城市 i 在
年份 t 不属于低碳试点城市,则将 Policy 赋值为 0。
controlit是影响空气污染水平且会随着 i 和 t 变化

的控制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 由于 3 批试点城市

始于不同的时间,且试点城市覆盖了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城市类型、区位的城市,因而从城市—时间

层面进行控制。 其中,η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控制

了样本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γt 表示时间

固定效应,控制了样本城市时间层面不随地区变化

而变化的特征。 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β1 即为本文关

心的,在全样本回归中若 β1 <0 且通过检验,则表明

低碳试点政策有明显的减污效应。 在分组回归中,
若两组回归结果中自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
且层级扩散试点城市回归结果中自变量估计系数的

绝对值大于主动扩散试点城市,则表明层级扩散模

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减污效应优于主动扩散模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满

足平行趋势假定,本文采用事件史方法对平行趋

势假定进行检验。 由于层级扩散试点城市与主动

扩散试点城市低碳试点政策的启动年份不一致,
政策试点前后考虑的时间应有所差别,因而本文

构建式(2)、式(3)所示的计量模型,分别对层级扩

散试点城市和主动扩散试点城市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 其中,Dpre_s、Dcurrent、Dpost_s分别代表低碳试点政

策启动之前、试点政策启动年以及低碳试点政策

启动之后的年份虚拟变量与对应政策虚拟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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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乘项。 为了更加直观地检验是否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以及试点城市低碳建设对碳排放的动态影

响,本文绘制了平行趋势检验图(见图 2)。

lPM2. 5 it = β0 +∑
4

s = 1
βpre_sDpre_s + βcurrentDcurrent +

∑
5

s = 1
βpost_sDpost_s + ηi + γt + εit (2)

lPM2. 5 it = β0 +∑
9

s = 1
βpre_sDpre_s + βcurrentDcurrent +

∑
2

s = 1
βpost_sDpost_s + ηi + γt + εit (3)

　 　 　 　 　 　 　 　 层级扩散城市　 　 　 　 　 　 　 　 　 　 　 　 　 　 　 　 　 　 主动扩散城市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由图 2 可知,层级扩散与主动扩散试点城市在

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前对应系数在零值附近上下波

动且不显著,这说明试点城市与非低碳试点城市

空气污染水平在政策试点前并无显著差异,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
(二)实证结果估计

本文采用 Stata 16 软件进行回归,表 2 第(1)
列报告了全样本城市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 水平下显著,可见相较

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空气污染物水平得到明

显降低、空气质量得以改善。 表 2 第(2)列为层级

扩散模式下低碳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

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层级

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减污成效显著,假设

H1 得到验证。 表 2 第(3)列为主动扩散模式下低

碳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低碳试点政策对空气污

染水平的影响为负,且在 1% 水平下显著,意味着

主动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也可以起到明显

的减污效应,假设 H2 得到验证,但其估计系数绝

对值小于层级扩散试点城市,假设 H3 得到验证。
两种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都存在明显

的减污效应,可能的解释是,低碳试点政策的开展

与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能源、交
通、建筑、居民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 此外,在我

国以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

下,温室气体排放与空气污染物排放存在“同根同

源同过程”的特性,二者在管控思路、实践措施等

方面表现出一致性。 因而低碳试点城市在实现碳

减排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助于降低空

气污染水平。
层级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效果要

优于主动扩散模式,可能的解释是:层级扩散试点

城市由中央自上而下指定,面临来自中央的行政

压力,因而层级扩散城市更有动力统筹推进各项

政策。 主动扩散试点城市由地方积极申报 + 中央

审批的方式确定,地方政策的主动性在获批低碳

城市试点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从申报动机来看,
入选成为试点城市是荣誉与能力的双重体现,一
般地方城市获批成为试点城市后新闻稿中多出现

“恭喜 XX 城市”字样,各地申报热情高涨,希冀通

过获批低碳城市试点证明城市综合实力。 但由于

地方政府角色的多元性。 除了保护环境之外,受
“晋升锦标赛”的影响,地方政府还有一定的政绩

需求。 因此,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试点城市最

初的目的可能并非只是为了实现碳减排,还可能

是出于获取中央的资源支持、政策优惠的考量。
在此情况下,地方申报试点的动机与“实现碳减

排”的目标产生一定偏移,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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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从考核力度来看,中央并未制定统一的减

碳标准和明确的考核目标,主动扩散城市在获批

成为试点城市之后,对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

和目标达成情况关注度有限,可能并未将政策真

正落地,出现试点政策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等

各类政策“伪扩散”的现象,致使其政策执行效果

弱于层级扩散城市。
表 2　 低碳试点政策减污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LPM2. 5

(2)
LPM2. 5

(3)
LPM2. 5

policy - 0. 032∗∗∗

( - 4. 04)
- 0. 055∗∗∗

( - 5. 75)
- 0. 034∗∗∗

( - 2. 84)

limit - 0. 033∗∗∗

( - 2. 94)
0. 142∗∗∗

(8. 69)
0. 080∗∗∗

(5. 67)

save 0. 257∗∗∗

(11. 57)
0. 253∗∗∗

(9. 73)
0. 293∗∗∗

(10. 82)

lgdp - 0. 058∗∗∗

( - 4. 79)
- 0. 058∗∗∗

( - 3. 95)
- 0. 094∗∗∗

( - 6. 20)

input - 0. 431
( - 1. 03)

- 0. 439
( - 0. 74)

- 0. 047
( - 0. 09)

lper - 0. 235∗∗∗

( - 6. 44)
- 0. 249∗∗∗

( - 6. 37)
- 0. 190∗∗∗

( - 4. 41)

ltree - 0. 013∗∗

( - 2. 28)
- 0. 012∗∗

( - 2. 03)
- 0. 019∗∗∗

( - 2. 60)

ind - 0. 001
( - 1. 52)

- 0. 001∗∗

( - 2. 15)
- 0. 001

( - 1. 61)

常数项
5. 645∗∗∗

(22. 87)
5. 720∗∗∗

(20. 84)
5. 791∗∗∗

(19. 72)
样本量 4 775 3 908 3 551
城市数 281 230 209
R2 0. 563 0. 568 0. 548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时有统计
学意义。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文

滞后自变量、剔除离群值、增加控制变量 3 种方式

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滞后自变量

3 批低碳试点正式文件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2017 年下发,且第二批试点城市名单发布时间

接近年底,试点政策真正开始实施时间可能延后。
加之政策效果的影响本身就可能具有滞后性,前
一年实施的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空气污染水平的

影响可能在后一年才显现,因而本文将 3 批试点城

市政策实施时间滞后 1 年,以再次考察两种扩散模

式下政策的减污效应差异,滞后自变量后变量标

识为 l. policy。 表 3 第(1)列、第(4)列报告了回归

结果。 可以发现,层级扩散城市的低碳政策减污

效应依然优于主动扩散城市。
2. 处理异常样本

为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未受离群值带来的干

扰,本文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Winsorize 处理,具体

做法是将小于 1% 百分位数和大于 99% 百分位数

的数值分别替换为 1% 、99% 分位数数值,缩尾后

因变量标识为 LPM2. 5_w,表 3 第(2)列、第(5)列
报告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在剔除连续变量的

离群值之后,层级扩散城市的低碳政策减污效应

依然优于主动扩散城市。
3. 增加控制变量

双重倍差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

题,但依然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而导致内生性问

题。 地方科技支出、地方教育支出等都可能对降

低空气污染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因而本文将二者

取对数后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式(1)中再次回归,表
3 第(3)列、第(6)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层级扩散城市的低碳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效

果依然优于主动扩散城市。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层级扩散城市 主动扩散城市

(1)
LPM2. 5

(2)
LPM2. 5_w

(3)
LPM2. 5

(4)
LPM2. 5

(5)
LPM2. 5_w

(6)
LPM2. 5

l. policy - 0. 048∗∗∗
( - 5. 02)

— — -0. 021∗
( - 1. 66)

— —

policy — -0. 05∗∗∗
( - 5. 39)

- 0. 056∗∗∗
( - 5. 905)

— - 0. 041∗∗∗
( - 3. 62)

- 0. 02∗
( - 1. 72)

常数项
5. 88∗∗∗
(21. 27)

5. 62∗∗∗
(20. 51)

5. 58∗∗∗
(19. 42)

5. 94∗∗∗
(20. 18)

5. 80∗∗∗
(19. 79)

5. 98∗∗∗
(19. 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908 3 908 3 908 3 551 3 551 3 551
城市数 230 230 230 209 209 209
R2 0. 558 0. 569 0. 571 0. 543 0. 563 0. 561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 与 p < 0. 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低碳试点城市为实验组、非试点城市

为控制组,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发现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可以有助于降低城市污染物排放水平,
且层级扩散模式政策效果优于主动扩散城市,但
是两种扩散模式下,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是

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尚不明确。 从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通知可见,3 批试点城市涵盖

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类型的城市,城市的选择有

明显的异质性倾向,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城市对

低碳试点政策的反应程度存在差异并最终影响城

市的空气污染水平。 有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开展

异质性分析,分别检验层级扩散城市、主动扩散城

市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是否存在城市经济发展水

501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扩散模式及减污效应



平以及城市类型的异质性。
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地方所具备的资源禀赋是执行政策的约束性

条件[42]。 因而本文将层级扩散样本城市划分为经

济发展水平较好城市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城市,
进行分样本回归。 划分依据为各城市统计年鉴上

公布的 2019 年人均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排名

前半部分的为经济发展较好城市,排名后半部分

的为经济发展一般城市,对主动扩散城市同样采

取上述做法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4 报告了层级扩

散城市与主动扩散城市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

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对于层级扩散城市而言,虽
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

的城市其对应系数都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但是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其对应系数的绝对值大

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这意味着在经济发

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实行试点政策更有助于改善空

气质量。 对于主动扩散城市而言,经济发展水平

较好的城市其对应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
明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明显,而经济发展水平一

般的城市回归结果未通过检验,意味着试点政策

尚未实现空气质量的改善。 综上所述,两种扩散

模式下,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存在关于经济

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试

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更为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第
一,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拥有更强的技术、人
才、资金等资源禀赋。 改善环境质量的一般行动

例如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促进技术创新

都离不开资金、人才、技术的支持,因而资源禀赋

越强的城市应对环境污染的疑难杂症更具有能动

性。 第二,低碳试点城市建设行动例如倡导低碳

出行、低碳的生活方式等行动都离不开居民参与。
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一般

更高,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相对也更高,越乐于

参与到低碳生活实践中,低碳政策的执行效果更

好。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常常面临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在受到晋升锦标

赛以及发展本地经济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注意

力一般很难分配在环境保护上,虽然制定了一系

列的低碳政策措施,但是难以落地实践,政策执行

效果大打折扣。

表 4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层级扩散城市 主动扩散城市
经济

发展较好
LPM2. 5

经济发展
一般
LPM2. 5

经济发展
较好
LPM2. 5

经济发展
一般
LPM2. 5

policy - 0. 057∗∗∗

( - 4. 92)
- 0. 048∗∗∗

( - 3. 13)
- 0. 038∗∗∗

( - 3. 21)
0. 005
(0. 20)

常数项
5. 072∗∗∗

(15. 90)
6. 67∗∗∗

(12. 85)
5. 11∗∗∗

(14. 53)
6. 719∗∗∗

(13. 9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954 1 954 1 767 1 784
城市数 115 115 104 105
R2 0. 637 0. 513 0. 638 0. 498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2. 城市类型异质性

考虑到城市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可能会影

响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因而本文依据国务

院印发的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将层级扩散样本城市划分为资

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以此

进一步探索城市类型的异质性是否会带来差异化

的政策效果,对主动扩散城市同样采取上述做法

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5 回归结果显示,在层级扩散

模式下,非资源型城市的相关估计系数在 1%水平

下显著为负,资源型城市未通过检验,可见层级扩

散模式下,非资源型城市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

应优于资源型城市。 在主动扩散模式下,非资源

型城市的相关估计系数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负,
资源型城市同样未通过检验,可见主动扩散模式

下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间表现更

为明显。 综上所述,两种扩散模式下,试点政策的

减污效应在不同类型的城市间表现出明显的关于

城市类型的异质性,非资源型城市减污效应更为

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目前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

来源是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而要想改善环境

质量,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必行之策。 而资

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
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无法摆脱对自然资

源的高度依赖,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非资

源型城市更大,削弱了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
相反,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中自然资源的开采

和加工比重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资源型城市

低,更容易实现产业、能源结构的优化,低碳政策

执行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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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城市类型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层级扩散城市 主动扩散城市

资源型
lPM2. 5

非资源型
lPM2. 5

资源型
lPM2. 5

非资源型
lPM2. 5

policy 0. 008
(0. 46)

- 0. 068∗∗∗

( - 6. 15)
- 0. 038

( - 1. 60)
- 0. 025∗

( - 1. 95)

常数项 5. 921∗∗∗

(14. 30)
5. 359∗∗∗

(14. 75)
6. 392∗∗∗

(15. 04)
4. 914∗∗∗

(12. 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699 2 209 1 563 1 988
城市数 100 130 92 117
R2 0. 503 0. 636 0. 482 0. 624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 与 p < 0. 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低碳试点政策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
低碳试点政策的最初目的在于实现碳减排,但是

本文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倍差模型发现低碳试点政

策对于降低空气污染水平、改善环境质量亦有积

极效果。 可见,在我国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

的情况下,空气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根

同源,“减污”与“降碳”在管控思路、管理手段等方

面存在一致性,低碳试点政策有助于实现温室气

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
第二,层级扩散模式下的低碳试点政策减污效

应优于主动扩散模式。 由于地方政府角色的多样

性,地方政府申报试点动机可能存在偏移,加之中央

并未制定明确的考核目标,进一步削弱了低碳试点

政策执行的整体效果。 而层级扩散城市受到来自中

央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的影响,更有动力统筹规划

各项政策举措的落地与实践,政策执行效果更好。
第三,层级扩散模式与主动扩散模式下的低

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都存在异质性。 在分样本

回归中,经济发展水平好、非资源型城市试点政策

的减污效应优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资源型城市。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拥有更为优越的资

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禀赋,正向调节了低碳试点

政策的政策效果。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仍有部分

城市属于资源型城市,对自然资源形成路径依赖,
产业转型困难,不利于降低空气污染水平。

(二)启示

(1)贯彻落实低碳试点政策,有序扩大低碳试

点范围。 近几十年,低碳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键力量,许多发达国家将低碳试点建设

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但发展中国家

相关体制机制建设较为薄弱,在地方上执行环境

规制政策往往较为困难,本文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在

中国同样具有理想效果,因而中央政府应提炼试点

经验,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
(2)给予地方政府试点自主性,同时保证中央

政府的控制力。 由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层
级扩散模式与主动扩散模式下的试点政策效果存

在差异。 因而在今后的试点政策的推广与扩散过

程中,应当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 具

体的做法是加强对试点地区政策执行的全过程监

管,并将试点成效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
从申报动机源头以及试点过程两手抓,以此保障

政策的有效执行。
(3)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制定多样化政策实

施方案。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地方政

府面临的两难困境,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经济发展水

平调节了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这表明低碳试

点政策为特征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污染防治与经济

发展的和谐共赢。 有鉴于此,“十四五”期间应当持

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此外,不同类型的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

异,因而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针对不同类型的城

市采取差异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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